
207
207

编 后 记
　　本期含“名家特稿”“迎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消费经济动能”“学术争鸣”“鲁迅研究”“文
艺美学研究”“宋明理学研究”等专题，刊文凡 19 篇。
　　王夫之的学术具有非常典型的跨学科特点，他的《船山全书》真似一座宝矿，可以任不同目
的之人挖掘各自需要的东西，大都能满载而归。他的诗赋称誉一时，《读通鉴论》《宋论》等是
史学界重点研读的经典；他的《夕堂永日绪论》是文学界无法忽略的存在，论情景关系，深中肯
綮，既收束前论，也牢笼后说；他的《老子衍》《庄子通》《张子正蒙注》以及有关《周易》《礼
记》等著述，皆多发人之未发。他出入文史哲三界而自加融通、自成一家并自立峰峦，也因此通
王夫之一义不易，通诸义更难。他有关文学、历史、哲学的论述都似学术史上的异峰突起，带有
一定的总结意义。王夫之的故乡湖南衡阳有两座山：一座名南岳衡山，一座名石船山。论海拔衡
山超过 1 300 米，石船山不到 300 米，但因为有王船山的存在，谁又能说石船山的海拔低呢？王
船山的大气磅礴也令石船山气象峥嵘，这就是人文的力量。清代学者刘献廷《广阳杂记》称：“（王
夫之）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
实事求是说，把王夫之的影响限定在“洞庭之南”，还是过于保守了。本期推出杨国荣《王夫之
与中国哲学》一文，也足见王夫之哲学的包容之广与创造之力。他一如此前哲学家一样谈性说理，
折中名实关系；辨气析物，盘桓天人之间。但他把“人”的因素始终放在哲学之“中枢”，以此
让他的哲学思想既带着形上的玄奥，也带着淋漓的生气。他从反清复明的兵荒马乱中，退居石船
山下的湘西草堂，从奔突不息之动到透彻澄明之静，从而完成了自己人生和学术终极之修炼。杨
国荣此文虽是以讲稿为基础，实是多年精研之结果，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启人神智的哲思，读
来自有一种如春天一般的畅快。
　　没有人怀疑中国人的乐感精神，也因此没有人怀疑音乐在中国人建构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意义。
“诗乐舞”三位一体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因为古老也证明了传统的悠久和底蕴的深厚。每个人的
心跳就是一种收放的节奏，每个人的想象则是一种流动的旋律。失去了节奏与旋律的文学，也就
庶几失去了文学的魂魄。我就不去追寻文学的音乐源流了，诗词歌赋自然不用说，即古文也在诵
读中传出一种特别的韵味。所以，对中国文学，无论哪种文体，无论什么时代，放声去“读”一
定是对的，只是如何带着情感去读，读出怎样的韵味的问题。王小盾的学术研究似乎一直在一种
“关系”中进行，他的学术特点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单立面，而是在众多看似纷乱的线性和单立
面学术交错中突围，引出自己的结论，也因此他的结论总是“味在酸咸之外”。本期推出他关于
文论与乐论在形式上始合终分、虽分犹合的关系论析，这个结论并不新鲜，但王小盾用历史语言
学、考古学等方法，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和演化过程，这就彰显了相关结论的逻辑性和纵
深感。当然，更多的问题尚有待一一条理和深化。
　　从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新中国走过了 75 年的辉煌岁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本期特开设“迎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消费经济动能”专题，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突出面向——全面促进消费，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为聚焦点，关注消费经济动能课
题。这是一个兼有政治、经济及时代发展等多方面的社会性问题。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的
作用，对推动国内大循环畅通等方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三篇专题文章从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供需匹配与潜在居民消费路径、流动人口与城镇人口消费关系等方面着手，试图有体系地探究和
解决其间的若干问题。
　　“气化谐和”是一种历经种种离合、变异与融通之后的浑厚静穆之气象，是一种审美哲思之境。
没有经过裂变的一团和气，其实也就没有质感，一种学术的昌明大概也是如此，这是本刊常设“学
术争鸣”的原因所在。中国古代文体的演化轨迹总体是比较清晰的，词中有诗、曲中有词乃是一
种常态，以诗为词、以词为曲也就成为后来文体的一种常用创作手法。但这种文体嬗变中的体性
与精神传承总体还是隐性的，而明清小说中的诗词曲，则是以独立文体呈现出来的，是显性的存在。
如何看待这种文体与文体之间的“兼容并包”现象，涉及如何裁断文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赵义山
年来既辑有《全明小说寄生词曲辑纂》，又有《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一书，对此文体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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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由来已久，“寄生”一词也借相关论著而传播甚广。本刊 2023 年第 1 期曾刊出饶龙隼一文，
对“寄生”说表达了不同意见，为使“商榷”在一种更透明的情况下进行，本刊在 2021 年 12 月
下旬收稿不久即将饶龙隼之文转赵义山，征求其看法，并嘱若有不同意见，可另撰一文与饶文同
时刊出。倏忽一年过去，未见赵义山来稿，只能先将饶文刊出；又一年收到赵义山来文，因再刊出。
学界对此话题有兴趣者，可对勘二文而各依心志自行取舍，刊物只是在确定话题基本意义的前提
下提供商榷的平台，让各路英雄自由对话而已。而裁断的权力永远在读者的心中和手中，并以此
原汁原味留存在源远流长的学术史上。
　　为去世的皇帝谥号，朝廷官员其实很烧大脑。尽量避免重复是一方面，如何精准地结合皇帝
生前功过予以准确的评价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南宋赵昚谥号孝宗，所谓“孝”，肯定包括孝事高
宗这一层意思。何以高宗要特别被“孝”呢？这与赵构为何庙号“高宗”有关。靖康之难后，宋
徽宗、宋钦宗被虏东北，其实便宣告了北宋之灭亡。而赵构在危难之际，在南京应天府另立南宋，
以接续北宋之皇家大业。换言之，若两宋合一，中间未生变故，赵构便不当也不可能被称“高宗”。
所以高宗这一庙号意味着重建宋朝再谋中兴的意思。知道了“高宗”的来历，才能明白孝事高宗，
如果只是停留在我们观念中具体而微的尽孝诸事，便未免简单化了朝廷诸大员的用心。赵昚如果
不能承继高宗的北伐恢复之志，便是最大的不孝。事实上赵昚一直致力于完成高宗未竟的恢复大
业，堪称“大孝”。虽然在如何恢复上，赵昚与当朝士大夫的意见并不尽一致，但不妨碍他的“孝
宗”谥号。这个问题和结论看似简单，但要论证到实处，也是相当费力。胡斌《事亲与继志：宋
孝宗之“孝”新论》一文，主要探讨的便是在恢复的时机与应变上，孝宗的种种思路和作为。
　　在层峦叠嶂的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中，宋明理学属于比较典型的“危峰兀立”。何以如此评
价呢？原因是中国哲学经过绵延的发展、碰撞、分化与衍生，在北宋到了在反思中总结，在总结
中新生的阶段。北宋哲学面对的不再是一棵树，即使这棵树足够高大茂盛，放在哲学的森林中，
依然可能被淹没无影，从哲学的森林中突围蜕变才是北宋哲学的出路所在。儒禅代兴带来的不是
谁取代谁，而是如何在既保持相对对立，又彼此融合的情况下，形成哲学思想的第三种状态。没
有什么比掌控思想更艰难，但在哲学的世界里，也没有什么比掌控思想更快乐，这是北宋哲学家
彼此纷争不断却又乐此不疲的原因所在。理学的起点是充分肯定世界，如此“工夫”就是很现实
的问题。不能被程颢“存久自明”与苏轼“无心而信”文字表面的意思迷惑了，其实在这八个字
的背后有太多需要身体与意识协调的过程，必须磨炼的从信任到直觉的贯通。郑泽绵讨论苏轼、“二
程”与宋代心性工夫论的关系，要解决的就是从哲思的回流中如何通向“明”与“信”的境界。
　　近十多年以来，王阳明很火也很忙，恐怕也很累，他的心学在一种无形的潮流推动下变成了
一种社会性的显学。有人说劝君莫谈陈寅恪，其实谈王阳明同样需要格外慎重。大哲的深玄之思
需要读者的“工夫”与睿智才能体会一二，否则，也就只能说点模糊影响之论了。有的时候，一
学之昌盛往往意味着一学之衰落，群相驱动的结果，偶尔的精义反而散荡无影，触目所见的则是
被涂抹被遮蔽甚至被扭曲过甚的空壳，显学的危险也正在这里。或者在显学汹汹之时，依然有几
个心智不凡的素心人，在三家村里青灯之下捧读含玩，辩论无碍，可能是一种更加尊重经典的姿
态。阳明学的开场锣鼓就包含了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辨析，当然，这种辨析是否完全契合朱
熹的本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王阳明大体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理解为一种认识论的工夫，揭
示了部分的意义，却也遗失了部分的意义。这是因为朱熹格物本身就包含着不同的阶段性。“致知”
的重点也不在外在物理，而是内在心理，是人心先天具有的本体之性展现为作用之情的灵机妙能，
如此认识论的局限也就显而易见了。日本学者藤井伦明从心性论的角度诠释“格物致知”，试图
打通朱熹与阳明之“知”。
　　春天来了，灯下读着即刊的文章，突然想起这春天的大地就是一篇绝美的文章，这篇绝世的
美文又是谁来书写的呢？甲辰元月曾与数友人踏访汛洲岛，岭南春色早，不经意间已是满山青葱，
更兼岛上海天一色，令人沉醉其间，叹赏不置。众议春色岂能辜负，当以词写之。余闻命拈笔而先成，
录于下：

醉花阴

南岭绵延山不老，青翠拥孤岛。浪白海豚轻，曼妙身姿，为报春华早。

我今且问春词稿，竟是谁来草。莫管满庭芳，帘外芭蕉，只认东风道。


